本檔案未經整理
信仰自由                                                                     詹德隆

導論

最近一、二年來，國內許多傳播媒介熱烈地討論宗敎保護法的制定。中國主敎團於七十二年六月廿九日提出「天主敎會對宗敎保護法的幾點意見」，表明反對宗敎保護法的立場。「信仰自由」是個重要的問題，因爲它關係到：

1、一般敎友生活——信仰受阻，如有信仰的女孩嫁到一個信奉佛敎的家庭，雖然結婚時對方曾答應不會强迫她放棄信仰，但是婚後這個家庭却用壓力使這位太太放棄信仰，怎麼辦？一個敎友不願意繼續進堂，甚至表示要離開敎會，這時敎會應抱何態度？佛敎家庭的孩子願意領洗，但父母反對，怎麼辦？

2、我們向他人傳敎的問題——是不是干涉他們的信仰自由？什麼時候是如此？是否可以爲棄兒或垂死的嬰兒授洗？

3、國家(政府)與敎會之間的關係——政府什麼時候可以干涉教會的事情？一個政府可以「信」天主敎？政府可以幫助敎會傳敎或護敎？在新興的回敎國家及共產國家中，敎會最起碼的自由是什麼？

4、過去歷史上敎會的態度——敎會曾强迫人們信奉天主敎，曾設置宗敎裁判所，如何解釋？

如果我們能夠把握幾個原則，雖然不可能全解決以上所提出來的問題，但是至少會有一些觀念上的正確出發點。

按照聯合國於一九四八年所頒佈的基本人權宣言，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權之一；因此，在口頭上，大部分的國家都承認信仰自由。

敎會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也頒佈了一篇「信仰自由宣言」，在此我們以這篇宣言為中心思想。

一、性質

(一)、定義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聲明人有信仰自由的權利，其意義是：「信仰自由在乎人人不受强制，無論個人或團體，也無論任何人爲的權力，都不能强迫任何人，在宗敎信仰上違反其良心行事，也不能阻撓任何人，在合理的範圍內，或私自、或公開、或單獨、或集體依照其良心行事。」(信仰自由宣言第二號)

由上述定義我們可以得知，這裡所討論的是人與人之間信仰自由的權利，宣言的副標題也很清楚的顯示出此：「論個人及團體在宗敎事務上，應有社會及公民自由的權利」；至於在天主面前，或者面對真理的時候，人有沒有自由不相信，不是這裡所討論的(實際上人沒有權利違背天主或他了解的真理，可是他有能力違背)。在人與人之間，個人或團體(各種團體，包括宗敎團體和政府在內)不應該干涉個人，强迫人違反他的良心，也不應該阻止個人或團體以行爲來實踐他的宗敎信仰。但這個人或團體的宗敎行爲必須是在合理範圍內，如果超過合理的範圍，政府可以干涉。

(二)、過去(一直到三十年前)敎會官方或半官方在信仰自由方面的看法

我們簡單地介紹過去敎會在信仰自由方面的看法，這樣會幫助我們更清楚了解現在(梵二)的看法，並看出敎會在這方面的進步。

過去敎會的看法可分爲三點：

1、只有一個真的敎會或宗敎；因此，政府應該積極地幫助敎會，當敎會受到攻擊時，政府應該保護敎會。如此，只有天主敎可以享受充分的宗敎自由。

2、其他的宗敎有錯誤，而錯誤相反真理，所以他們沒有權利，也不應該自由地宣傳錯誤。爲了限制錯誤的傳播，保守派還認爲政府應該禁止他們公開聚會和公開傳揚他們的宗敎。

3、在一個國家內，如果天主敎友佔多數，他們應該反對其他宗敎外在的、公開的自由；可是，如果敎友佔全國總人數的少數，他們應該爭取宗敎自由。

(三)、信仰(宗敎)自由、良心自由與禮拜自由的異同

1、宗敎自由與良心自由：宗敎自由在梵二的意義是不可用外在的壓力來限制宗敎信仰和宗敎活動。良心自由的意義包括宗敎自由，因爲人選擇一個宗敎是一個良心的決定，不應該用外在的壓力來禁止人作這樣的決定。可是良心自由的意義較宗敎自由爲廣，因爲良心自由不但是沒有外在的壓力，而且也沒有內在的壓力，即心理上的阻礙(一個人選擇信仰的時候，他也應該不受到自己心理矛盾的壓力，不過梵二在宣言中不考慮這個問題)；此外，良心自由的範圍除了宗敎外，還包括人生各個不同的活動。

2、宗敎自由與禮拜自由：禮拜自由是指自由公開地朝拜天主，這是宗敎自由的一個重要部分，但不是宗敎自由的全部。宗敎自由還包括以下的自由——宗敎團體應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敎士(主敎、神父……)，培育、任命、調遣他們，且有權利與世界各地的宗敎首長及宗敎團體互相來往，建設宗敎建築，購買適當的產業，公開傳授信仰，自由開會、自由設立敎育、文化、慈善、社會工作機構(信仰自由宣言第四號)；在家庭的宗敎生活方面，父母有權利安排家庭的宗敎生活，決定孩子要接受怎樣的宗敎敎育(信仰自由宣言第五號)。

現在有不少的國家(特別是共產國家)只給與禮拜自由，而不給與完全的宗敎自由，比如不許開設新的修院、不許有新的主敎、不許大修士升神父、不許建造新的敎堂、不許開設敎會學校或醫院……，有的國家還强迫孩子接受反對宗敎的敎育課程。

二、信仰自由觀念在近代歷史中的演變

(一)、從一元社會到多元社會

在中古時代的基督教世界裡，社會與國家是神聖的，每一個國家(如法國、西班牙、英國、德國等等)是教會的一分子，而敎會可稱爲是唯一的大社會。換句話說，當時的國家是敎會的一部分，每一個國家的國王應該照顧他國民的宗敎生活，與宗敎合一。

可是到了十九世紀這個看法受到動搖，每一個國家已經差不多不把自己看作是神聖的，也不把自己看作是更大的一個天國(敎會)的一小部分，政府不願意再繼續管理國民的宗敎生活。然而當時的羅馬敎會和各個天主敎國家內的宗敎團體並沒有接受這個俗化的傾向；相反的，敎會全力地反對這種運動。當時歐洲許多新政府所主張的社會和國家觀念是一種過分俗化的觀念，他們要完全地擺脫敎會的影響，把自己與敎會完全對立。這種强烈反對敎會實力的態度並沒有幫助教會了解和接受「時代訊號」；也就是說，敎會並沒有清楚地看出歷史演變的方向而接受社會、國家的獨立性。敎宗比約第九(Pius IX, 1846-1878)就曾好幾次完全反對任何一種宗敎自由。

良十三(Leo XIII, 1878-1903)是第一位開始超越中古時代觀念的敎宗。中古時代的觀念是：只有一個大的社會，就是地上的基督之國；其中有兩個權威，一個是司祭性的(敎宗)，一個是皇家性的(國王)。敎宗良十三在一八八O到一九O二年之間，寫了八篇有關這個問題的重要文獻。他的新觀念有二：第一、敎會與國家是兩個不同的社會，每一種社會有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權利；第二、敎會對國家、政府的基本要求是「國家、政府要給敎會自由」。

此外，還有一個觀念是敎宗良十三尚無法接受的，即政治社會上的人民有自由按照他們的良心選擇他們的宗敎信仰，而且政府有義務保護人民的宗敎自由。這個觀念後來可以在敎宗若望廿三「和平於世(Pacem in Terris)」通諭中尋得。按照這個觀念，政府就不必直接地參與敎會的宣講工作，也不必想辦法特別保護天主敎的信仰；政府唯一的責任是給與國內的人民和宗敎團體充分的自由來過他們的宗敎生活。

梵二的「信仰自由宣言」把敎宗良十三和若望廿三的思想重新整理而更清楚的表達出來：政府要給國民充分的自由來過宗敎生活；可是宗敎信仰本身的價值應該由各個宗敎團體自由地來推廣，政府沒有任何責任。

梵二所宣佈的宗敎自由觀念對政府及敎會都要求一些犠牲。對政府而言，政府得承認自己沒有權利干涉宗敎自由，除非一些所謂的宗敎自由有害於國家的公共秩序、公共道德、和諧相處等(信仰由宣言第七號)；對敎會而言，敎會不能再希望用政府的力量來促進敎務，敎會只能從政府方面得到自由，沒有其他的助益。

(二)、從「容忍異敎」到「宗敎自由」

敎會對於宗敎自由觀念的改變與人對真理觀念的了解的演變有關。當我們談到真理的時候，比如「天主敎是惟一的真宗敎」(信仰自由宣言第一號)，我們可能只是肯定一個客觀的事實，而不考慮到是否所有的人都會接受這個事實。在過去的歷史中，當人們談到真理的時候，常强調客觀的真理，而忽略人接受真理的過程。

到了第十九世紀，已經有很多人開始强調人對真理的主觀了解，認爲人在了解真理方面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程度，甚至於對真理本身有不同的了解(這不是說沒有客觀的真理)，因此我們可以說真理有歷史性，人對真理的接受和了解會與歷史一起演變。當時有些人非常地强調真理的歷史性，使得客觀、不變、永久的真理被忽略了。十九世紀的敎會很不容易接受這些真理的新看法，結果在宗敎信仰方面，敎會堅持主張只有一個真的宗敎(客觀真理)而不夠注意人們對於宗敎信仰的主觀了解。因此，當時的敎會只能「容忍異敎」。

可是現在敎會也看出主觀良心的重要性，因此，談到人在社會上追求信仰的時候，敎會也提倡宗敎自由。也就是說，雖然敎會還認爲有一個客觀的真理存在，可是敎會也承認真理有主觀的一面。

(三)、對國家元首的思想改變——從「愚民之父」到「基本人權的保證者」

過去很多人使用一個家庭的模型來了解政治團體。認爲國家元首應該是一個好父親，須特別注意大家的道德生活(敎宗良十三還有這種看法，在他的文獻裡，常提到那些「不識字的大眾」)。這麼一個好父親應該認識唯一的真宗敎，而領導他的孩子選擇這個好的宗敎，不受其他宗敎的壞影響。如此，國民好像沒有能力自行選擇，保護自己，負起自己在宗敎生活和倫理道德生活上的責任。

比約十二世(Pius XII, 1939-1958)對國家和國家元首的看法已經有所不同。爲敎宗比約十二世而言，政府的最基本責任不是推行倫理道德，而是保證和推行國民的基本人權。所以，國民不再是被動的，他應該參與政治生活；國民不是一個小孩子，他意識到他有自己的獨立性，他有權利和義務，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有自由。當比約十二面對極權主義(特別是納粹主義時)，他很肯定地說：政府的權利也應該受到基本人權的限制，政府沒有權利侵犯基本人權。

對國家、國家元首的看法不同，宗敎自由的可能性也不同。在家庭模型下的政治團體裡，比較談不上宗敎自由；而在一種以保證基本人權爲目的的政治團體裡，宗敎自由是比較可能的。

(四)、結論

以上三個觀念及它們歷史上的演變，應該幫助我們了解爲什麼梵二發表了有關宗敎自由的宣言。

雖然我們沒有直接談到中國的歷史(因爲與梵二的宣言沒有直接的關係)，可是如果有人願意研究以上三個觀念是否也存在於中國歷史上，這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例如：一直到民國初年，皇帝確實扮演一個宗敎角色，可是他從不附屬於一個宗敎團體，因此比較不會引起衝突；此外，皇帝的宗敎角色不太直接影響到老百姓的生活，這也是不產生衝突的原因之一。又如：國家元首的角色也好像是父親，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將元首視爲道德生活上的模型；可是在宗敎信仰方面，元首並未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三、信仰自由的基礎

根據「信仰自由宣言」第二號，信仰自由的權利奠基於人格尊嚴的本身，這可從天主啟示的聖言和人類的理智得知。由於「信仰自由宣言」的對象不只是敎友，且包括全世界的任何人或國家，因此梵二大公會議首先發揮「人類的理智」，而後才談到「在啟示真光下的信仰自由」。

1、人類的理智：人有理智和自由意志，因此他能夠負起責任。由於天性的驅使，人有責任追求真理，尤其是有關宗敎的真理，發現真理之後，人有責任依附已認識的真理而按照真理的要求安排自己的生活。可是，爲了追求真理，人需要享有心理自由及不受外來的限制(即須享有宗敎自由)。

人應該怎檥合乎天性地追求真理呢？應該是以自由探究，接受敎育，與別人交談，互相輔助，找到真理之後，就應該以個人的同意堅決的服從它，他人不應該阻止他在生活上，以個人和團體的方式宣示自己的信仰。宗敎團體也應該擁有自由，因爲宗敎團體是人合群天性所要求的，也是宗敎本身的性質所要求的(信仰自由宣言第三號)。

一個人如果故意地不追求宗敎真理，或因爲自己的過錯而生活在錯誤的宗敎裡，他是否還可以享有宗敎自由呢？雖然這個人濫用自己的尊嚴(不追求真理，不依附真理生活)，可是他還是人，所以只要他不妨害真正的公共秩序，仍然持有不受强迫的權利。

2、天主啟示的聖言：這是宣言的第二部分(第九至十四號)所發揮的主題。聖經並沒有明文肯定，在宗敎事務上人有權利不受外來的强制；可是聖經很强調人的尊嚴，人該自願地以信從答覆天主，而宗敎自由對於人心甘情願的皈依天主很有幫助。基督自己很尊重人在執行信仰時的自由，衪是良善心謙的(瑪十一29)，很耐心地吸引祂的門徒；祂固然讉責了聽眾的寡信，可是祂把懲罰却留待天主審判的日子(瑪十一20~24)，而從來不願使用武力來建立天國，來使人接受真理。宗徒們受了基督的敎訓和榜樣的感化，追隨了同樣的道路，他們完全依靠聖言本身的力量，很勇敢地爲基督作證，可是不用强迫行爲或不合理的手段使人信服。敎會承認並提倡信仰自由的原則，乃是追隨基督和宗徒們的道路，與人格尊嚴及天主的啟示相符合。

四、與信仰自由有關的義務

(一)、肯定、爭取和保護敎會及其他宗敎的信仰自由

目前在臺灣有這個自由，我們應該保持它，且在可能的範圍內，也願意幫助大陸人民和其他國家的人民爭取或保護宗敎自由。

中國主敎團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廿日寫給全世界主敎們的信件中，最强調宗敎自由和其他的自由。同樣的，他們在今年六月廿九日所提出的「天主敎會對宗敎保護法的幾點意見」中，亦堅持保護宗敎自由的立場：「天主敎會在自由中國寶島享受充分的自由，復有憲法的保障，不需要政府特別立法保護。……一立宗敎法，宗敎就受到限制。」

(二)、尊重人人的宗敎自由

如同「信仰自由宣言」第四號所說：「傳播宗敎信仰及推行宗敎生活時，切忌帶有强制，或卑鄙及不很正當的遊說意味的行爲，尤其對於無知或貧窮者，更應戒避。」我們在傳敎時只用一些尊重人格尊嚴的方法。

有些人比較沒有心理的自由，或根本沒有心理的自由，其宗敎自由應由父母或監護人決定。例如：

孩子的宗敎敎育應該由父母親來決定(信仰自由宣言第五號)。如果父母把孩子送到敎會所辦的學校或幼稚園，我們可以假設他們願意孩子受到敎會的影響，除非他們清楚地表示不要孩子聽道理，那時候我們可以接受父母的請求，或請父母把孩子送到其他學校。如果沒有其他的學校，我們更應該遵從父母的意願。

如果醫院有個小孩瀕臨死亡，我們是否可以爲他授洗？按照信仰自由宣言第五號的精神，我們應該先取得其父母許可；如果沒有父母，應該得到其監護人的許可；如果沒有父母也沒有監護人，我們才能夠爲他授洗。

至於嚴重的精神病患，如在法律上他被視爲是沒有自由的，他的一切決定經過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則我們也應該先徵求他的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才能爲他授洗。

面對那些本來是敎友而現在迷失了的弟兄，我們特別關心他們，可是我們也尊重他們的自由。我們不願意使用外在的壓力使他們回來，我們只願意用愛心、交談、勸勉的方法，而讓天主到時候自己審判。

(三)、敎友有傳揚福音的義務

信仰自由宣言第十四號强調，敎友們有責任用各種合理、高尚的方法，使別人認識天主給我們的信仰，而自由地接受它。這個任務包括爲所有的人祈禱、感謝；並主動地向別人宣講，「以宗徒的勇力，甚至流血捨生，努力發揚生命的真光」。

傳揚福音的義務完全操在敎友們的手中，政府沒有資格作我們的工作。

(四)、尊重社會的平安、公益及公共秩序

信仰自由宣言第七號(第二號和十四號亦然)特別强調不可濫用宗敎自由。如果有濫用宗敎自由，主要應該由政府來處理，因爲他負責社會中大眾的和平相處；發生問題時，政府應該按照合法的措施來處理。在臺灣曾發生這類問題，比如基督敎長老會與政府之間的衝突(在此我們可以看出來，雖然我們有清楚的原則，可是實際的情形常常很難清楚的加以分析)。

爲了大家的益處，有時候必須放棄實現一些權利，雖然我們不放棄權利本身。比方說一個國家有時候有正當的理由不許開創私立(敎會)學校，或不許在敎會學校裏敎授宗敎課程；對此，敎會的看法與政府的看法可能很不容易配合，這是很自然的現象，需要不斷地繼續討論。臺灣現在對宗敎課程的許可算是一個進步，過去的法律可能受到十九世紀歐洲政府過分俗化傾向的影響。又如宗敎節日放假本來是一個權利，可是臺灣有很多宗敎，因此我們放棄實現這個權利；還好主日，聖誕節越來越被接受爲休息的日子，而很多的節日我們也移到星期日，這不失爲一個權衡的方法。

(五)、追求真理、信仰真理的義務

追求真理是人人都有的義務，我們向別人傳敎時，就幫助他們追求真理，可是如果他們不願意接受，我們也不用强迫的方法使他們信服。

(六)、發展更獨立的人格

在現代社會中，雖然到處强調自由，但是實際上人人的自由都遭受種種的壓力，個人的自由常有被剝奪的危險(信仰自由宣言第八號)。例如大眾傳播的影響造成大眾輿論，如「信敎是迷信的」「信敎很好」等；又如共產主義的危險，越南一淪陷，很快就失去了最基本的自由。

因此，我們必須敎育一些更成熟、更具獨立思想能力的人。他們在壓迫之下還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在自由國家中能夠不受那些有害於信仰的輿論的影響，也能夠促進好的輿論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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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學家適當質詢程序                                                        王敬弘譯

梵蒂岡信理聖部部長Gosef Ratzinger樞機，在一九八二年底宣稱，不久將採取實行一項對神學家適當的新程序。

一群爲梵蒂岡所認可雜誌的發行人在羅馬集會。Ratzinger樞機應邀演說。他說在信理聖部的全體會議中，關於處理那些敎會敎導不同看法的神學家們的質詢程序，聖部已決定接受西德與瑞士主敎們所提出的建議。

樞機主敎說：最主要的改變是聖部在對神學家的敎導，擧行公聽會時，神學家得請敎會的律師爲自己辯護。

漢斯‧龔在一九七O年代，多次拒絕到羅馬去受信理聖部對他敎導的審查。他所提出拒絕的理由，主要是聖部缺少處理的適當過程，以及在聖部審查的過程中，對神學家的權力沒有足夠的保護。

自一九七一年頒佈了現行的審查過程以來，Edward Schillebeeckx, O. P.神父，是唯一受到審查的人。他曾說：雖然在程序中缺少對人權的尊重，他仍然同意接受審訊。

(下轉P.92)

Schillebeeckx神父在公聽會中，單獨的接受質詢；但有時能和在臨房中的一位顧問交談。最後，有關他敎導所有不正確的疑問，都已清除。

本文譯自：Sunday Examiner (Dec, 31, 1982.), Vol. 36, No. 53.

本檔案未經整理
